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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 

建构机制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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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百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形成了紧密的互动、联动关系，深刻地反映着、

建构着现代的中华文化，成为人们理解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女性、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实

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亦体现少数民

族女性解放的过程。综观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到她们不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内涵转

变而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轨迹，而且表现出精神突围的重要意义。从启蒙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到革命话语叙

事，从现代性的建构、解构以至于重构，民族国家叙事始终贯穿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始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始终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使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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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人文传统体现在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脉络中。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批评与研究的

对象，构成了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语言意象，深度参与了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不

断再生、流变、建构、重构的意义符码。 

20 世纪之交兴起的女学运动和女权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催生了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随着社会历史的几经转移和文化思潮的不断演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逐渐丰富丰满。在启蒙、革命等现代语境，解构、重构

等后现代语境以及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民族解放、民族团结、中华文化认同等话语背景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数度糅合，繁复

汰变，最终形成了“社会关系总和”1 那样的复杂、多维样态。从文学文化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百年中国社会

与文化形成了紧密的互动、联动关系，深刻地反映着、建构着现代的中华文化，成为人们理解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女性、现代中

华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也因其充沛的“边

缘活力”2 彰显出中国文学生成的多源性，贡献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综观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走过历史、走进当代、

走向未来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亦体现少数民族女性解放的过程，对我国的现代审美创造和文化建

设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关注，意味着在中华文化的大花园中，呈现“美美与共”的多民

族文化特色。 

一、清末变革思想的萌发与旗人平民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的塑造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自古就有且足够丰富，但是，古代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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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是由男性作家创造的，比较而言，在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进行自我塑造的机会短暂、断续而且相当有

限。从《诗经》开始，女性审美的主流从主张“德颜容功”到崇尚“琴棋书画”，体现了社会审美思想的嬗变。以儒家为代表的

传统文化生成了以贤妻良母、贞女孝妇等为标准的女性形象，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被凸显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建

构内容。 

清末兴起的女权革命和新民思想极大地扭转了文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时涌现的大量新式报刊杂志，特别是《女报》（1898

年）、《女学报》（1898 年）、《中国女报》（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等，以“兴女学，倡女权”3为宗旨，展开了

对新女性的想象。“新女性”形象通过对西方文学、文化的翻译、转译、借用，逐渐涌现并影响到文学创作，出现了“国民女

杰”4“女国民”“汉侠女儿”5“英雌”等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告别传统，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进入社会；她们蜕掉旧时女儿

身，怀抱自强自立与救国强国的目的，成为汉侠女儿、国民女杰，成为与男性“英雄”比肩而立的“英雌”。她们在金一的《女

界钟》（1903 年）中被命名为“新中国女子”，这意味着一种女性新标准的确立，同时也树立了文学书写女性的新范式，并且深

刻地影响了百年来女性形象塑造的机制、方法和思想价值诉求。她们是有别于传统女性的现代新女性，挣脱了古典的羁绊，拥抱

新文化，建设新文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华民族从沉睡到觉醒的重要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质的规定性。这

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具有现实性、战斗性、尖锐性等特色。少数民族作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针砭时弊，抒发

浓郁的爱国情怀，产生了满族的《一夜皇妃》、蒙古族的《巴拉根仓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珠里》等代表作。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出现在描写底层平民生活情状的社会小说当中，关注平民女性的命运体现了清末

民初少数民族作家有关男女平等现代意识的萌芽。如：满族作家松友梅的中篇小说《小额》1907年连载于《进化报》，1908年由

和记排印局出版单行本。小说摹写了清末京城旗人平民的众生相，塑造了老实本分的女性伊太太、少奶奶、大姑娘、额大奶奶等，

她们具有忠厚贤德的传统美德。满族报人作家冷佛的长篇小说《春阿氏》，1914 年印行初版，根据清末一桩实发公案编创而成，

描写了满族少妇春阿氏因追求婚姻自由未果，被迫嫁人后又遭冤狱终至惨死的过程。这一时期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

创作的社会小说以描写底层、平民人物的生活情状为主，在千里巷陌与万家灯火处思考女性的生存处境。此时的女性形象多是现

实社会中女性的直接映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性别观念和历史书写在建构女性形象时显现出与时代风潮的间接承续和复杂

关系。 

以民为本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精髓，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文学担当。清末民初变革思想的萌发与文学

中清末旗人平民女性形象的塑造，传递着具有社会现实感的诉求，呈现出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 

二、现代性启蒙机制与革命话语交融下的革命女性形象 

自 1917 年文学革命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启蒙话语与革命话

语交融并置的现实形态。不启蒙无以革命，不革命无须启蒙；而启蒙深化了革命，革命、救亡又促进了启蒙的深化和发展。中国

现代文学在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旋律中交相并错，正是它看似矛盾的几大主题范畴将其审美行为与民族的解放和现代化的推

进蝉联一体，深化、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过程。6这一时期是少数民族从觉醒到投身革命和建设，最终获得自由平等

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历史性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旋律中受到现代启蒙意识和革命话语的双重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一方面，在现代启蒙意识下，少数民族作家持续观

照在现实黑暗中挣扎的底层女性，对深处苦难困境中的女性寄予深切同情。小说创作方面，满族作家穆儒丐于 1919 至 1920 年

间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描写了深受黑暗社会摧残而无力反抗的女学生佩文的不幸遭遇；满族作家老舍的《月牙儿》（1935

年）塑造了两位在旧社会被迫堕落为娼的底层母女，老舍用朴实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在面对命运强加给自身的不公时，从

惊恐、困惑到屈服的悲惨心境变化。在老舍的笔下，挣扎在苦难中的女性还有《老张的哲学》（1926 年）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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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李静和龙凤，《骆驼祥子》（1936年）中的小福子以及《鼓书艺人》（1949 年）中鼓书艺人方宝庆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同为天涯

沦落人的还有满族作家李辉英《投宿》（1935 年）中被日本鬼子奸污害死的张三的妻子和因生活所迫靠卖身维持生计的女儿；满

族作家马加的《登基前后》（1936 年，后改名《寒夜火种》）中以伪满洲国为背景，描写了急瞎了眼的母亲和被诱骗的妻子的悲

惨遭遇；蒙古族作家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1936 年）满怀同情地讲述了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篱下》）和饱受打骂侮辱后变

疯又再被糟蹋的童养媳（《雨夕》）的不幸人生。 

诗歌散文创作方面，回族诗人马瑞麟的诗歌《河》（1949 年）诉说了白发老妇、年轻女人在旧社会遭遇的深重苦难；壮族女

诗人曾平澜以细腻的笔调对女性的生活及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1935 年出版的《平澜诗集》收录的诗歌《逃》《自决》《在黑暗

里》等表现了女性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和困苦；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年）、《湘西》（1939 年）在反

映湘西人民悲欢的同时特别关注卖身为生的不幸妓女；白族作家马子华的散文《三道红》（1935 年）描写一群彝族姑娘被当成“高

脚骡子”背负沉重的货物，还被老板们随意凌辱的苦难经历。 

戏剧创作方面，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蕴倩姆》（1940 年）、《古丽尼沙》（1941 年）等剧本塑造了在黑暗社会中受

损害的维吾尔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多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苦难形象。作者通过描写她们所经历的种种

不幸遭遇，在对黑暗社会进行揭露和控诉中，表现她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中国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是在一个复杂而急速变化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也是在人的发现中发现了女性。

“作女人”成为五四女性的精神觉醒，“我是我自己的”7成为五四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普遍共识，尤其是被现代理性启蒙之光照

亮的娜拉们，贯穿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种女性形象的谱系。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面向和深入民间生成的女性形

象，拓展了这一时期女性所承载的现实社会意蕴。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类触摸不到时代脉搏、挣扎在深重苦难中的女性形象与追

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的多元化存在，反映着启蒙时期新旧杂陈的社会景观及性别解放话语下的女性众生相。 

另一方面，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家在宏阔的社会主题叙事中关注女性积极投身革命，对国家、民族苦难的承担，

表现她们与时代大潮、国家命运在精神上的深度结合。 

满族作家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塑造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的新女性萧苓，《蒙古之夜》（1936 年）刻画了

刚烈不屈的蒙古族姑娘勒勒车，她为保护负伤的抗日战士英勇献身，表现了少数民族女性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蒙古族

作家萧乾的小说《栗子》（1936年）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勇敢跳出个人私情小天地，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游行示威

的女大学生于若菁；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小说《暗夜》（1939 年）讲述了勤劳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美妮如何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

勇于反抗社会的黑暗；回族作家白平阶的小说《金坛子》（1941 年）塑造了一群勇敢承担复杂路段修筑任务的底层妇女，歌颂了

她们坚韧耐劳的精神。满族诗人金剑啸的抒情诗《白云飞了》（1934 年）抒发了对一位“穿着黑白格的衣裳”美丽的新女性的深

情；维吾尔族诗人艾里坎本·艾合坦木的《喀什葛尔姑娘》（1945 年）表现维吾尔族女青年对光明未来的热望与追求。此外，还

有沦陷区的满族作家李辉英、关沫南、端木蕻良，以及奔赴延安的壮族作家陆地、土家族作家思基、纳西族女作家李纳、侗族作

家苗延秀等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滚滚硝烟战火中成长，以柔弱的身躯承载着家族、民族千钧重

负的血泪史，展示出各族儿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1930 年代苗族作家沈从文塑造了一系列自然滋养成长的纯真乡土女性形象，如《萧萧》（1930 年）中的少女萧萧、《三三》

（1931年）中的三三、《边城》（1934 年）中的翠翠等。“她们总是乐于助人，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待万物世象，用热情和善良

对待周围的人。”8她们是现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中美好的存在、自然的化身。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在时代主旋律“救亡”主题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家在有关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塑造女性形象，以女性

及边缘立场思索民族历史文化，揭示女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复杂关联，思考女性在政治话语下的存在境遇以及文化心

理与民族历史、民族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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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团结话语的“询唤”机制与时代女建设者 

1949 年统一平等的多民族新中国成立，催生出建设新时代崭新生活的万丈豪情。第一次“文代会”产生的《中华全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

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9“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25天提出来的，由

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高度重视。10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作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展示多姿多彩的风光民情新画

卷、各族人民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叙述两个时代生活的巨大变化。白族作家那家伦的短篇小说《篝火边的歌声》（1959 年）讲述

了兄弟民族地区在反动统治时期，人民被残酷剥削，瘟疫横行，人们死的死、病的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满目荒凉。新中国成

立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政府开医院、派医生，在极短的时间里消灭了传染病，使兄弟民族地区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

义道路。被部队军医抢救过来的茶凹林老人深情地唱出了民族同胞的共同心声：“太阳发出的光辉，比不上毛泽东的关怀，宽阔

碧蓝的天空呵，比不上共产党的恩情。”11 美好的新生活万象更新，各家各户在门前摆上鲜艳的山茶花，表达欢天喜地的心情。

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理想、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也显示了“询唤”机

制在文学中的运行。 

1970 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指出，在国家政权机构

所构成的“国家机器”基础上，还有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柔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个基础上，阿尔都塞借助于拉

康的镜像理论，提出了“询唤”这一概念，认为“询唤”构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工作机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借助大众传媒

等手段，“询唤”个体并将其转换为主体。政治主体正是通过这种“询唤”机制，完成对全体成员的指导和教育，达成社会结构

和国家制度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以及当时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社会环境，文学作为新

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之一，文学的“询唤”机制也就成为了民族团结话语生成和统一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通路。 

作为个体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自觉强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通过这一“询唤”过程，在

广泛深入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关注女性，着重表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积极投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建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少数

民族文学女性英雄和女建设者形象。 

受革命话语的持续影响，少数民族作家在革命—社会主义实践框架中，以新的发展为契机，创造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女英

雄形象。小说方面，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 年），根据真实生活素材塑造了勇

抓特务、保卫家乡的蒙古族草原女英雄萨仁高娃；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老虎崖》（1962年）塑造了曾受蹂躏而最终觉

醒的少女七顺和由柔弱女孩成长为为正义献身的勇敢女性李玉顺的人物形象；侗族作家腾树嵩的《侗家人》（1959 年）塑造了侗

族妇女龙三娘果敢坚强为民除害的传奇女侠形象；京族作家李英敏的《椰风蕉雨》（1962 年）塑造了以黄英为代表的众多琼崖女

战士形象，她们勇敢机智、坚贞不屈的品格，丰富了“琼崖战士艺术形象画廊”。戏剧方面，朝鲜族剧作家黄凤龙的剧作《长白

之子》（1959年）塑造了药房女仆郑凤女作为地下工作者的坚强形象。诗歌方面，满族诗人戈非的叙事长诗《金珠儿》（1959年）

描写一位历经苦难的草原女儿在重获新生后勇敢地为草原献身的感人故事；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1957 年）塑造了壮族

女性的优秀代表——美丽的姑娘依娌，她善解人意、坚贞不屈，勇敢反抗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 

在 1953 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其中指出：“出现了

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光景，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

进分子的形象，他们的作品标志着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12 

在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鼓舞下，作家们塑造了一群新时代女建设者形象。新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女性开创美好生

活的愿望，她们积极投入生产生活，展示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女性形象与时代发展同步，文本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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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民族女性形象的塑造询唤了国家“共同体”的文学想象。13 

哈萨克族作家哈吉库马尔·沙布坦（哈吉乌买尔·夏布坦）20世纪 50年代初创作了《活泼的姑娘》《心连心》等短篇小说。
14小说《心连心》（1957 年）塑造了佳玛莉追求自由爱情、不爱金钱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作家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书写佳玛莉与沙

德克的爱情故事。大胆的爱情书写，为小说增添了温馨浪漫的抒情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具备了复杂的人性内涵，

从而呈现出由政治符号向人性回归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十七年时期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反拨。 

壮族作家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 年）以 20世纪 50年代壮族地区土改为背景，在复杂艰巨的土改工作中塑造了苏

嫂、银英等一系列新时代女性形象，展现出翻身觉悟的壮族女性思想解放、认识提高的精神面貌；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诗

歌《塔里木姑娘》（1963 年）被誉为新时代女性的赞歌，歌唱新中国成立后，塔里木姑娘用双手引来泉水，把戈壁变成良田的动

人事迹，她们是新的时代幸福生活的创造者；纳西族诗人木丽春和牛相奎创作的长诗《玉龙第三国》（1956年）塑造了勤劳能干、

像云霞一样美丽纯洁的纳西族姑娘海妹这个人物形象；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然米渡口》（1962 年）、《思茅女儿》（1964 年）、

《美丽的树海》（1963 年）等叙写了云南各族女性的美好品格。 

白族作家杨苏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1961 年），塑造了具有崭新时代精神风貌的景颇族女性形象。她们

不受传统习俗束缚，展现出新时代年轻女性热爱劳动、学习新本领的风采。其中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曾被茅盾称为

“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15，最初发表于《边疆文艺》1959 年第 10 期。小说情节简单，人物也很单纯，只有母女两人。但是，

围绕着景颇族姑娘娜梦与她的母亲麻比在织筒裙上的不同态度和矛盾，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景颇族青

年一代的成长，他们热爱党、热爱新生活，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崭新的生活 16；赫哲族剧作家乌·白辛的《赫哲人的婚

礼》(1962 年）书写了不同时代中赫哲族女性始终不变的坚韧意志，尤其突出了那些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新女性代表；回族作家

哈宽贵的小说《金子》（1959 年）反映宁夏回族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歌颂回族妇女柔韧刚强的品质，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史上最

早描写回族人物形象的作品，填补了回族文学史的空白。《夏桂》（1962 年）通过回族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塑造了“口紧

手勤”“肯生韧长”的回族劳动妇女夏桂，表现了回族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歌颂新中国带来人人

平等的新生活。13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的延续与民族团结话语的“询唤”机制建构出了一批女英雄和时代建设者形象，

女性的光荣和尊严体现在劳动生产中。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洋溢着时代倡导的公共情感和集体

精神，她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祖国建设紧密相连，坚守自尊与平等，表现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四、中华文化认同机制与多元化女性形象 

1979 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报告：“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占我国幅员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世世代代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生息，有各自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都为发展我国的文化作出了

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后，我们要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17 

1980 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中国作家协会将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少数民族文

学》，刊登少数民族作家和作者的作品及有关的各种评论，也适当选发少数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重视少数民

族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培养翻译人才、提高翻译质量和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队伍。 

新时期以来，文化“寻根”话语机制、女性意识的复苏、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兴起，促使少数民族作家以敏锐的视角，

捕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和文化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本境界，多元的文学景观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多民族文学

大花园的包容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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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越是丰富多样，越能够表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表明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重视。土家族诗人黄永玉的《献给妻子们》

（1979年）歌颂了在特殊的年代里同丈夫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妻子们。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1983年）

描写新一代白族农村妇女白姐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敢地打破白族古老的民俗，对世俗社会发起挑战。小说从女性个体生活的

变化反映白族妇女主体性意识的觉醒。18赫哲族剧作家乌·白辛描写历经不同时代赫哲族女性坚韧的生存意志，壮族黄佩华、韦

一凡、黄钲，瑶族蓝怀昌，侗族张泽忠，纳西族诗人戈阿干等人的作品均塑造了众多具有中华文化美德的女性形象。 

文化“寻根”话语机制促使少数民族文学探寻传统文化人格，重塑女性形象，表现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少数民族文学在追寻

中华文化之根的过程中，回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从民族民间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中挖掘女性形象的美与善。白族作家张长的

小说《空谷兰》（1979 年）塑造了性格开朗、热爱家乡、尽心教学的女教师兰芮的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黄佩华的长篇小说《生生

长流》（2002年）描写了红水河流域农氏家族的两位曾祖母依月和依达身上所具有的传统壮族女性美德，他的长篇传记《瓦氏夫

人》（1994年）塑造了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具有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的壮族女将领的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韦一凡的小说《劫波》

（1986年）塑造了集妻子、嫂子、母亲的角色为一身的艾彩莲的形象，《姆姥韦黄氏》（1981年）叙写了隐忍伟大的壮族母亲韦

黄氏坎坷的一生；另一位壮族作家黄钲的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平凡而普通的壮族女性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韦麒麟的叙事长诗《寻

找太阳的母亲》（1984 年）是根据壮族传说《妈勒访天边》创作的，刻画了不畏艰险带着儿子历尽千辛万苦追求光明的壮族伟大

母亲；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上下，1978 年、1984 年）描写了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妇女李麦如何在苦难中艰难抗

争，她秉承了中国劳动妇女善良坚忍的品质，是农村进步女性的代表；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1982 年）中的善良宽

容的额吉是草原母亲的化身，索米娅是草原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像草原上所有的女性一样，历经快乐

与艰难而走向成熟，在她的身上流淌着额吉的血液，体现着蒙古族女性传统美德的代代相传；回族女作家霍达的小说《穆斯林的

葬礼》（1988 年）、《红尘》（2005 年）塑造了不同时代的回族女性形象：单纯耿直的梁君璧、善良纯真的韩新月、心灵纯洁的德

子媳妇等。 

随着女性解放话题的再次被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中女性形象更加开放多元，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在对历史记忆、文化中国认

同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和思考。如藏族女性形象系列，她们个性鲜明，精彩纷呈：女作家益西卓玛的《清晨》（1981年）以西藏

和平解放为背景，塑造了阿妈卓嘎、苏姆白玛等传统藏族女性形象；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1981 年）以旧西藏时代为背景，

描写了农奴少女德吉桑姆的反抗和复仇；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1980 年）描写了温柔多情的娜真成长为展翅飞翔的女英雄；

扎西达娃《系在皮扣上的魂》（1985 年）描写了被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纠缠的琼的人物形象；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年）

描绘了在追求权力中迷失本性的悲剧女性土司二太太、貌美无情的塔娜、身份低下深受痛苦折磨的桑吉卓玛等人物形象，他的另

一部长篇小说《空山》（2009 年）更是塑造了丰富的女性群像，既有充满神性色彩、仁慈无私的老一辈母亲们，也有集传统品质

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年轻知识女性。 

此外，南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多姿多彩：彝族女作家李纳的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塑造了云南边陲

撒尼族女性的形象；土家族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1982年）描写奔赴新天地的土家姑娘阳春；瑶族蓝怀昌的《波努河》（1987

年）塑造了波努姑娘玉梅、玉竹的形象；侗族作家张泽忠小说集《蜂巢界》（2003 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侗族传统美德的女性形

象；纳西族诗人戈阿干的《格拉茨姆》（1980 年）塑造了格拉茨姆以自我牺牲实现“爱”对“恨”的超越的美丽形象。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注重对美的歌颂，如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的小说《美与丑》（1980 年）中的草原

女性是对草原人民心灵美的赞颂；满族女作家邵长青的小说《八月》（1979 年）里的日本年轻女子是对特殊年代里人性美的呈现；

回族女作家马瑞芳的散文《煎饼花儿》（1980年）通过对母亲的塑造歌颂了母爱，她的《女学究轶闻》（1979年）、《美国女博士

和中国老太太》（1992 年）则塑造了美好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坚持自我、蔑视传统规范，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走上新的

人生道路 19；黎族女作家符玉珍的散文《年饭》（1981年）中的母女歌颂美好生活；满族作家赵玫的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1994

年）、《以爱心以沉静》（1991 年）在母女的日常生活叙写中展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执着与坚守；彝族女诗人巴莫曲布嫫的组诗《彝

女》（1989年）表现彝族女性的美好品质；满族女散文家康启昌的散文《嘎啦哈的故事》（1987 年）叙述了善玩“嘎啦哈”的表

姐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的故事等，这些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均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美德的体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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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女性意识在文化方面觉醒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破除了女作家叙述的禁锢，呈现出多元丰富的

发展态势。如佤族董秀英，藏族央珍、梅卓，满族赵玫、庞天舒、叶广芩，回族马瑞芳、于秀兰、陈玉霞，朝鲜族李惠善、金仁

顺，壮族李明媚、罗小莹，瑶族纪尘、林虹，纳西族和晓梅、蔡晓龄等，她们的创作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以女性为叙述

中心，从不同角度探索传统与现代女性的心理情感。土家族叶梅的《五月飞蛾》（2002 年）、仡佬族王华的《雪豆》（2007 年）、

壮族陶丽群的《回家的路亮堂堂》（2007 年）、仡佬族肖勤的《我叫玛丽莲》（2010 年）等作品不约而同地关注“打工妹”的日常

生活与精神追求。在时代语境的转变中，少数民族女作家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女性群像，表达对个体生命、社会人生、民族国家的

深层次的思考，体现对传统所作出的超越，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对性别歧视观念的批判。19 

新时期以来，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记载，

我国总人口在 30 万以下的 28 个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少天然限制了这些民族的发展脚步，且居住地理环境的限制，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差距，但他们并未因现实的困境放弃前进的希望，而是坚定地迈着坚实的脚步

前行。而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完整地展示了他们的“民族性”特质，也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柔的奋

斗精神和韧的生存智慧。东北“三少民族”作家的审美意识及其创作观念无不受到民间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的文学创作

也总是浸染着这种浓厚的宗教意识。20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的《风》（1989 年）通过对年轻媳妇花热的塑造，呈现了鄂温克族“节

烈观”下的女性苦难，包括她的《木垛上的童话》（1986 年）、《留下那美好的……》（1984 年）、《烟雾在升腾》（1983 年）等小

说中“讲故事的女人”形象；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清晨升起一堆火》（1987年）和《灰色驯鹿皮的夜晩》（1990 年）中的巴莎

老奶奶、《悔恨了的慈母》（1993 年）中的母亲萨克莎是坚守传统文化的老一辈女性形象；裕固族作家杜曼的《男人，女人》（1993

年）中的妇人展现了作为家庭主妇的裕固族女性的辛苦生活；杜曼的另一篇小说《哦，已成年的格孜》（1984年）塑造了阿娜(母

亲)这一个被父权文化异化了的女性形象；普米族作家汤格·萨甲博的《情葬》（1992 年）塑造了一位海螺河边独立、自强的普

米族姑娘苏娜的形象；鄂伦春族女作家阿黛秀的《林间小路》（1993 年）中的玛尼也是一位遭遇爱情挫折后勇敢站起来的女性形

象；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弯弯的山路，弯弯的歌》（1999年）塑造了腊团这位走进“致富夜校”的山寨姑娘形象。此外，还有

撒拉族闻采的《下弦月》（1993 年）中的阿丽玛，阿昌族罗汉的《蛊女》（1995 年）和《蛊女的婚事》（1996 年）中两个蛊女的

形象，怒族彭兆清的《诅咒崖》（1996 年）中的江塔，《女岩神祭》（1989 年）中的怒族姑娘江姊，保安族绽秀义的《离婚》（1986

年）中的“她”，毛南族作家谭自安小说中的古典女性等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在生活的沼泽中挣扎的苦难的女

性，有的是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新女性，有的是具有江湖豪情的侠义女性。 

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们书写了本民族女性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的成长，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内涵。少数民族作家们在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意识中，以其敏锐的视角，捕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和文化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本境界，有的侧重于

对本民族文化的书写，有的侧重于对中华历史记忆的寻找等，多元的文学景观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各民族女性紧

跟时代、共同奋斗的历程，也显示了她们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所做出的努力。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21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标识在百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浓烈深沉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增进共同

性、尊重差异性的包容精神，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标识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高度凝练与符号化表达，探寻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对构建现代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百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整体现代化的一个部分，其谱系的建构置于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叠部分，而最终融汇

于中华文化的整体。在百年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相似、相异，在既有连贯性，也具有断裂性的历史背景、文

化环境影响下，形成既具有独自特色，又具有家族类似的现象。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某种类型的女性形象连续出现，或相隔一个

时期，某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再次出现。即使时空已经转变，但她们基本出现于相似的文化语境中，如从清末到五四的“新女性”

与启蒙文化、妇女解放思潮相关；从清末到抗战时期的“英雌”“女英雄”则和革命文化、民族主义相关；1930 年代、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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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出现的“欲望女性”与都市文化、女性独立相关；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乡土女性，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关；1990 年以后

出现的职场女性，则和民族文化现代化、中华文化认同相关；在历史阶段不同而文化相似的语境中，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家族相

似性，体现了同类事物历代系统及其变化轨迹的谱系特征。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凝练，意味着将抽象的、复杂的、深刻的精神内涵具象为少数民族女

性的身份识别及融爱与美的形象为一体的文学形象塑造。由此，研究这些形象谱系，发掘其中的文学、文化机制，彰显她们在中

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记录了不同时期“女性的性格”，对于改造民族性格

和重塑“民族灵魂”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具有身份识别、精神凝聚的功能，在爱与美的民族形象展示中，

表达各民族情感、挖掘女性精神力量。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对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塑造国家形象，成为现代中国民族融合与民族进步的文化象征，她们作为女性个体进入到文本

中，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为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原文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8页。 

2杨义认为：“边缘文化不是只会被动的接受，它充满活性，在有选择接受中原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的

文明、边疆的文明往往处在两个或多个文化板块结合部，这种文明带有所谓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而且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之

间的混合性，带有流动性，跟中原的文化形成某种异质对峙和在新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这么一种文化形态跟中原发生碰撞的时

候，它对中原文化就产生了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边缘的活力。”参见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日报》2010

年 2月 26日。 

3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大公报》（天津版）1904 年 5月 20号。 

4秋瑾：《勉女权》，陈平原选编：《秋瑾女侠遗集》，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121 页。 

5秋瑾别号“汉侠女儿”。 

6皇甫晓涛：《现代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1页。 

7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 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110页。 

8康长福：《自然的生命与至美的人性》，《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4期。 

9《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1949

年 7月 19日。 

10 梁庭望：《新中国 7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花绽放全面繁荣》，《文艺报》2019 年 10 月 11 日。 

11 那家伦：《篝火边的歌声》，《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 1期。 

12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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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参见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73、151页。 

14 参见何联华：《南湖论丛·第 1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72页。 

15 茅盾：《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433 页。 

16 参见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67页。 

17(18)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20日。 

18(19)张永刚、王炜、马继明主编：《多彩的文学世界：云南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20页。 

19(20)(21)参见于宏、胡沛萍：《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10页。 

20(22)参见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0页。 

21(23)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柏林），《人民日报》2014 年 3月 30日。 


